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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情绪调节对抑郁症状的干预及作用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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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抑郁的核心认知特征之一是认知努力匮乏和情绪调节困难。自动化情绪调节相较于有意情绪调节不消耗或消耗较少

的认知资源，因此被应用于抑郁症状的干预。然而，其干预效果尚无定论。本文整合以往研究发现，自动化情绪调节在干预

抑郁症状方面具有一定成效，且相关认知过程 ( 如注意、记忆 ) 及眶额叶皮层、杏仁核、丘脑、前扣带回、纹状体和梭状回等

区域的神经活动可能是潜在机制。个体差异性和自动化情绪调节类型也可能影响干预效果。未来应重点探讨自动化情绪调节

在抑郁干预中的作用机制，考虑个体差异性的影响，考察其持续性和泛化效应以提高干预的生态效度，并进行策略优化。上

述工作将有助于了解自动化情绪调节干预抑郁症状的全貌，促进其精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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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抑郁已成为人类健康和社会发展的主

要威胁因素之一。除了抑郁心境、快感缺失、社

会退缩等临床症状之外（Liu et al., 2024; Peres et al., 
2017），认知努力的匮乏和相应的情绪调节困难是

抑郁的主要认知特征之一（Gross & Jazaieri, 2014; 
Visted et al., 2018; Zilverstand et al., 2017）。例如，以

往研究显示抑郁症状与非适应性的情绪调节策略使

用有关（Ehring et al., 2010）。研究者通过指导语给

予康复期抑郁症患者和健康被试表达抑制或认知重

评策略的指示。结果发现，在负性场景中，康复期

抑郁症患者习惯性地使用表达抑制策略，且该策略

难以降低负性情绪强度（Ehring et al., 2010）。这提

示抑郁可能导致非适应性调节策略的习惯性使用。

此外，一项研究显示，高抑郁倾向个体相较于低抑

郁倾向个体对负性刺激的情绪唤醒度更高，对正性

刺激的情绪唤醒度更低（Bocharov et al., 2017）。这

表明高抑郁倾向个体对负性刺激更敏感，情绪调节

较困难。

一些研究者采用有意情绪调节（voluntary emotion 
regulation; 王春梅 , 2012; Kanske et al., 2012）和自动化

情绪调节策略（automatic emotion regulation, AER; 陈圣

栋 , 2020）对抑郁症状进行了干预，但二者的干预效

果有所不同。有意情绪调节（也称外显情绪调节）指

个体有意识地、需要付出认知努力以调节情绪。自

动化情绪调节（也称内隐情绪调节）指个体无意识

地、无需付出认知努力以调节情绪。研究显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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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抑郁群体的认知努力匮乏（Horne et al., 2021; Tran 
et al., 2021），有意情绪调节对抑郁症状的干预效果

可能不理想。例如，抑郁被试（vs. 健康被试）采用

受控认知重评时，杏仁核等情绪反应脑区的控制较

差（Kanske et al., 2012），情绪调节效果不佳（王春梅 , 
2012）。然而，自动化情绪调节相较于有意情绪调节，

在无需耗费认知努力的情况下更快速有效地达成了

情绪调节目标（Chen et al., 2021），且有助于缓解

抑郁症状（陈圣栋 , 2020; Hopp et al., 2011）。可见，

自动化情绪调节能够作为干预抑郁症状的潜在有效

方法。

然而，目前还未有研究者系统性地梳理和比较

自动化情绪调节对抑郁症状的干预研究。鉴于此，

本文首先重点回顾和总结自动化情绪调节在抑郁症

状干预中的实验室研究。其次，分析自动化情绪调

节干预抑郁症状的潜在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析

出理论模型，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2   自动化情绪调节的意义及启动方法

一方面，虽然当前治疗抑郁的传统方法，如认

知行为疗法、接纳与承诺疗法等已被广泛应用（Bai 
et al., 2020; Cuijpers et al., 2021），但鉴于抑郁的特

征（如认知努力匮乏），与传统治疗方法相比，自

动化情绪调节的优势在于，其能够帮助个体无意识

地调节负性情绪且不耗费或耗费较少的认知努力。

例如，认知行为疗法和接纳与承诺疗法都强调个

体需要主动正视或改变当前的不合理信念、情绪

（Fang & Ding, 2023），这一过程需要意识参与，

会耗费一定的认知资源。对于抑郁个体而言，主动

接受或改变不合理信念、情绪是较为困难的（Gross 
& Jazaieri, 2014; Visted et al., 2018; Zilverstand et al., 
2017），而自动化情绪调节能够帮助个体无意识地

调节负性情绪并消耗较少认知资源。因此，自动化

情绪调节相较于传统的认知行为疗法和接纳与承诺

疗法具有一定优势，可作为干预抑郁的潜在方法。

另一方面，自动化情绪调节不仅能够在消耗较

少认知资源的情况下实现情绪调节目标（Chen et al., 
2021; Hopp et al., 2011），还能够有效改善行为习惯、

促进目标达成，并干预多种疾病症状（Chami et al., 
2022; Chen et al., 2019; Holland et al., 2006; Sheeran et 

al., 2005）。例如，Holland 等（2006）发现，与控

制组相比，执行意图组在执行意图建立（即情境线

索与行为反应之间形成自动化联结）后，能够形成

良好的环保习惯（如废物回收），且此效果在两个

月后依然保持。再如，Chen 等（2019）采用执行意

图干预精神分裂症发现，与常规的药物治疗组相比，

执行意图组在建立执行意图后能够长期且有效地增

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前瞻记忆。类似地，Chami 等

（2022）采用执行意图和抑制控制训练对暴食症进

行干预，发现这两种策略都能够降低暴食症患者的

暴食频率、焦虑和抑郁状态。可见，自动化情绪调

节在多个领域展现出良好的干预效果，故将其应用

于抑郁症状的干预具有重大意义。

实验室研究中，大多采用执行意图范式、句子

整理任务和词语配对等启动任务诱发自动化情绪

调节。执行意图范式（Gallo et al., 2009）主要通过

“if-then”计划，让个体形成“情境 - 反应”的自动

化联结，从而实现情绪调节。句子整理任务（Mauss 
et al., 2007）要求被试尽可能快地将随机出现的情绪

相关词语组成完整的句子，从而诱发自动化情绪调

节。词语配对任务（Yang et al., 2015）则要求被试

快速匹配屏幕上随机出现的相似词语，其中一些词

语具有情绪调节的含义（如“临危不乱”），从而

启动自动化情绪调节。三者均通过语义加工启动自

动化情绪调节。但执行意图范式通过情景线索与调

节目标的联结实现启动；句子整理任务和词语配对

任务则利用词句的含义以内隐方式启动（高伟等 , 
2018）。

3   自动化情绪调节对抑郁症状的干预研究

由于抑郁症状主要表现为抑郁心境、快感缺失、

负性认知和社会退缩等方面（Liu et al., 2024; Peres et 
al., 2017），本研究将从这些方面梳理和比较自动化

情绪调节对抑郁症状的干预效果。加之，抑郁症状的

一些典型特征（如情绪低落）可能同时出现在健康

人群、亚临床抑郁和临床抑郁人群中，故本研究涵

盖了健康、亚临床抑郁和临床抑郁样本的相关研究。

3.1   自动化情绪调节对抑郁心境的干预

抑郁心境（depressive mood）是个体短期或持

续出现的与抑郁症状相关的综合性负面情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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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悲伤、易怒、沮丧、恐惧、不安等，因此又被

称为抑郁情感状态（Molla et al., 2024; Pemberton & 
Tyszkiewicz, 2016）。抑郁心境的产生与挫折、应激

等不利环境因素密切相关（Carver, 2004; Santesso et 
al., 2012; Yuan et al., 2014）。在健康人群中，自动化

情绪调节能够有效干预与抑郁相关的负性情绪，如

愤怒、沮丧、恐惧等。例如，Mauss 等（2007）通

过句子整理任务启动自动化情绪调节，探究该策略

对愤怒情绪的调节。结果显示，与有意情绪调节策

略相比，自动化情绪调节策略能够降低愤怒情绪反

应（如主观报告的愤怒评分降低）。同样，Ding 等

（2015）采用相同范式启动自动化情绪调节发现，

与有意接纳相比，无意识接纳（自动化情绪调节的

一种）不仅显著降低挫折所诱发沮丧情绪的生理反

应（如心率下降），还更好地维持了情绪稳定性，

具体表现为挫折情绪阶段和情绪恢复阶段自我报告

的正性情绪评分（基于正负性情绪量表测得）均较

高。这一结果也在 Yuan 等（2015）的研究中得到

了部分验证。此外，一些研究者通过执行意图范式

启动自动化情绪调节发现，与目标意图和控制条件

相比，只有执行意图组能够成功降低恶心和恐惧情

绪体验（即被试对恶心和恐惧图片的唤醒度评分下

降） （Gallo et al., 2009）。还有一些研究者通过词

语配对任务启动自动化情绪调节发现，在不消耗额

外认知资源的情形下，自动化情绪调节有效调节了

负性情绪体验（如主观报告的沮丧和失望评分下降） 
（Yang et al., 2015）。上述研究结果表明，自动化

情绪调节可能对健康人群的抑郁情感状态具有显著

的干预效果。

在抑郁人群中，自动化情绪调节对抑郁心境的

干预具有一定适用性。例如，一项研究通过句子整

理任务启动无意识注意分散发现，与有意识注意分

散策略和控制条件相比，无意识注意分散策略能够

改善抑郁人群（n = 60）的积极情绪体验（如自我报

告的正性情绪指标得分显著提高） （李红 , 袁加锦 , 
2018）。进一步的证据显示，当抑郁和健康被试分

别采用被动观看、基于执行意图的认知重评（执行

意图与认知重评相结合的自动化情绪调节策略）和

受控认知重评（有意情绪调节策略的一种）调节负

性情绪时，与健康组被试（n = 64）相比，抑郁组被

试（n = 64）使用基于执行意图的认知重评相较于

受控认知重评的情绪调节效果更好、更稳定，具体

表现为自我报告的唤醒度评分显著更低，且此效应

在约 20 分钟后依然存在（陈圣栋，2020）。另有一

些研究者给亚临床抑郁（n = 27）和健康被试（n = 
29）呈现具有情绪调节意义的词语（如“冷静”）

启动自动化情绪调节，随后完成情绪 Go/No-Go 任

务。结果显示，与健康被试相比，亚临床抑郁被

试采用自动化情绪调节策略调节情绪后，能够显著

增强对愤怒面孔的反应抑制，表现在与愤怒面孔相

关的 No-Go 试次中正确率显著提高（Zhang et al., 
2023），表明自动化情绪调节能够较好地干预亚临

床抑郁个体。可见，自动化情绪调节可作为有效干

预抑郁的潜在方法。

与上述行为学研究证据相一致的是，采用脑电

与脑成像技术的研究也显示自动化情绪调节可能

对抑郁的调控具有较好的适用性。例如，通过词语

配对任务（部分词语与重评相关）启动内隐认知重

评，Yuan 等（2023）发现，与健康组（n = 54）和

亚临床抑郁组被试（n = 52）相比，重度抑郁组被试

（n = 53）使用外显认知重评并未下调负性情绪体验

（反映情绪强度的 LPP 波幅增大），但重度抑郁组

（vs. 健康组）使用内隐认知重评能较好地调节负性

情绪（LPP 波幅下降）。此外，在一项 fNIRS 研究

中，研究者给临床抑郁被试呈现即将出现的图片的

简短描述，以此影响被试对图片意义的自发性判断

（Wang et al., 2017; Wang et al., 2024）。结果显示，

与健康被试（n = 30）相比，重度抑郁被试（n = 
28）使用内隐认知重评时眶额叶皮层激活减弱（Wang 
et al., 2024）。以往研究指出眶额叶皮层是调控杏仁

核激活的关键大脑区域之一（马伟娜等 , 2010; Wang 
et al., 2017），这提示重度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患者在采用自动化情绪调节时自上

而下的受控情绪加工卷入程度降低。

综上可知，自动化情绪调节能够减少抑郁个体

对有意控制资源的依赖，因此对于抑郁症状可能具

有较好的适用性。

3.2  自动化情绪调节对快感缺失的干预

快感缺失（anhedonia）是个体对通常令人开

心的事物（如奖赏）失去兴趣或不敏感，伴随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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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绪降低的一种典型抑郁症状（Klawohn et al., 
2020）。当前，直接探究自动化情绪调节对快感缺

失的干预研究较少。不过，一些研究间接证明自动

化情绪调节与快感缺失潜在相关。例如，Yang 等

（2015）采用金钱赌博任务考察了健康人群中自动

化情绪调节对结果评价的影响，发现自动化情绪

调节能够降低反馈相关负波的波幅。反馈相关负

波（feedback-related negativity, FRN）是由反馈结果

（刺激）诱发的一种呈负偏转的脑电成分，主要源

于前扣带回和纹状体（Cherniawsky & Holroyd, 2013; 
Gehring & Willoughby, 2002; Potts et al., 2006）， 可

作为抑郁诊断的潜在生物标记物之一（秦浩方等 , 
2021）。已有研究表明，MDD 患者在负性反馈（vs.
正性反馈）条件下的 FRN 波幅显著增大（Mueller et 
al., 2015），且快感缺失的大脑神经活动区域涉及前

扣带回和纹状体（Der-Avakian & Markou, 2012），

这提示自动化情绪调节可能影响快感缺失过程。再

如，在一项 fMRI 研究中，研究者采用面孔掩蔽任

务探究高低水平的社交快感缺失个体对情感刺激的

自动化加工过程（Günther et al., 2017）。该任务首

先快速呈现一张负性启动面孔（如悲伤面孔），随

后出现一张中性面孔将其掩蔽，让被试评价此时的

中性面孔属于正性还是负性表情。结果显示，与低

社交快感缺失组（n = 19）相比，高社交快感缺失组（n 
= 19）对被掩蔽的悲伤面孔表现出与自动化情绪加

工相关的脑区（如双侧丘脑）过度激活（Günther et 
al., 2017）。另一项 fMRI 研究显示，忧郁型抑郁障

碍（快感缺失症状较严重）患者（n = 30）在完成内

隐情绪面孔任务时，与自动化情绪加工相关的神经

活动（如左侧额上回）显著减弱，并且忧郁程度与

左侧额上回的激活程度呈显著负相关（Kustubayeva 
et al., 2023），表明自动化情绪调节与快感缺失存在

关联。

综上所述，自动化情绪调节可能对快感缺失产

生潜在影响。未来在开展干预研究时，应重点关注

丘脑、前扣带回、纹状体等脑区的神经活动和 FRN
波幅的变化，并将这些神经指标作为评估干预效果

的重要参考。

3.3   自动化情绪调节对负性认知的干预

目前，直接探讨自动化情绪调节对负性认知的

干预研究也较少。一项研究采用情绪 Go/No-go 任

务考察了健康个体进行自动化情绪调节时对正负性

图片的认知反应（Zhang & Lu, 2012）。具体而言，

研究者随机招募 20 名健康被试完成基于线索的情

绪 Go/No-go 任务，该任务让被试根据先前的线索提

示（“男性”或“女性”词）判断面孔的性别。若

先前线索与当前图片一致，则需被试按键反应（Go
反应）；若先前线索与当前图片不一致，则无需被

试按键（No-Go 反应），此任务能有效启动自动化

情绪调节。结果显示，在自动化情绪调节过程中，

健康被试在 Go 反应中对正性和负性图片（vs. 中性

图片）的注意资源耗费较少（N2 波幅减小），且在

No-Go 反应中无论对正性还是负性图片（vs. 中性图

片）都出现自动化反应抑制的增强（P3 波幅增大）。

该研究提示自动化情绪调节可能导致个体在正负性

场景中的认知模式趋于相似。另一项研究采用情绪

Flanker 任务考察了自动化情绪调节对注意偏向的影

响（王巧婷等 , 2019）。该研究通过成语配对任务

启动自动化情绪调节后发现，在情绪 Flanker 任务中，

健康被试对正性和负性面孔的注意分配未出现显著

差异，即在正性与负性情绪面孔条件下，一致试次

与不一致试次中的反应时差异均不显著。而未进行

自动化情绪调节的情形下，健康被试表现出对负性

面孔的注意偏向：在负性情绪面孔为中央目标刺激

时，一致试次与不一致试次中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

在正性情绪面孔为中央目标刺激时，不一致试次的

反应时显著慢于一致试次。该研究进一步提示自动

化情绪调节能够有效削弱个体针对负性场景的注意

偏向。

综上所述，自动化情绪调节策略在健康个体中

能够有效改善负性认知。然而，该策略在抑郁个

体中的干预效果尚缺乏实证支持。抑郁个体通常表

现出显著的负性认知偏向（LeMoult & Gotlib, 2019; 
Noworyta et al., 2021），且这种认知偏向与情绪调

节 密 切 相 关（Joormann & Quinn, 2014; LeMoult & 
Gotlib, 2019; Villalobos et al., 2021）。又基于以往研

究（王巧婷等 , 2019; Zhang & Lu, 2012）推测，自动

化情绪调节策略可能有助于改善抑郁个体的负性认

知偏向。但是，目前尚不清楚该策略通过何种神经

机制影响抑郁个体的负性认知偏向。因此，未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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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应结合神经影像技术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以推进

该策略在抑郁症状干预中的进展。

3.4  自动化情绪调节对社会退缩的干预

关于自动化情绪调节对社会退缩的干预，已有

部分证据表明该策略能够潜在影响社会退缩行为

（DeWall et al., 2011; Geckeler et al., 2022; Hopp et al., 
2011）。例如，DeWall 等（2011）通过一系列实验

考察了个体（n = 61）在遭受社会排斥后的自动化情

绪调节过程。具体而言，研究者通过人格测试中的

负性反馈结果或团队合作中遭受他人拒绝的情境诱

发社会排斥，发现抑郁症状（如社会退缩）较轻的

个体在经历了社会排斥后，较易通过自动化情绪调

节达成情绪调节目标（即形成正性的情绪和行为反

应，如在组词任务中形成积极情绪词的比例显著高

于消极情绪词），而在抑郁症状较重的个体中未出

现此效应。此外，一项 fMRI 研究利用青少年大脑

认知发展研究的数据库（8987 名 9 ~ 11 岁被试），

考察了童年中后期的自动化情绪调节与社会行为（如

互惠型社会交互受损）之间的关联（Geckeler et al., 
2022）。该研究通过情绪 N-back 任务诱发自动化

情绪调节，并比较被试在情绪（快乐和恐惧）面孔

与中性面孔之间诱发的脑部神经活动差异测量自动

化情绪调节效果，再采用简版社会反应量表（short 
social responsiveness scale）评估互惠型社会交互损伤

（伴随社会退缩）。结果表明，自动化情绪调节相

关的神经活动减弱（梭状回的激活减弱）与互惠型

社会交互受损显著相关。以上研究提示，自动化情

绪调节与社会退缩密切相关，可将其视作干预社会

退缩的潜在有效方法。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自动

化情绪调节影响社会退缩的具体机制。

4  自动化情绪调节对抑郁症状干预的潜在作

用机制

综上所述，自动化情绪调节对抑郁症状的干预

具有一定成效。但是，目前关于自动化情绪调节干

预抑郁症状的作用机制尚未有确切结论，且以往研

究未能充分探讨自动化情绪调节策略对抑郁症状不

同维度的靶向干预。因此，下文将针对抑郁症状的

不同方面阐述其潜在的作用机制，以期促进自动化

情绪调节对抑郁症状的精准干预。

4.1   认知机制

自动化情绪调节能有效干预抑郁症状，这可能

与该情绪调节形式对注意和记忆的塑造有关。自动

化情绪调节的特征之一是目标指向性（任俊 , 朱琼

嫦 , 2015; Bargh et al., 2012）。在这一过程中，情

绪调节目标可能驱动个体自动将注意指向与当前情

绪状态效价相反的刺激（自动反向调节 ; 任俊 , 朱
琼 嫦 , 2015; Koole & Rothermund; 2011; Schwager & 
Rothermund, 2014），从而实现情绪调节目标。研究

表明，自动化情绪调节能够削弱负性注意偏向（王

巧婷等 , 2019; Hua et al., 2020），而抑郁个体通常表

现出显著的负性注意偏向（LeMoult & Gotlib, 2019; 
Noworyta et al., 2021）。这提示，自动化情绪调节可

能通过削弱抑郁个体的负性注意偏向改善抑郁症状。

该推论需要未来研究同步测量注意偏向的改变和抑

郁症状的变化及两者的同步性来进行验证。

记忆可能是另一潜在的认知机制。相关研究表

明，自动化情绪调节的另一关键特征是无意识性（高

伟等 , 2018; 任俊 , 朱琼嫦 , 2015）。一些研究发现，

无意识目标追求能够通过改变注意和记忆过程来实

现 目 标（Bargh et al., 2012; Dijksterhuis & Aarts, 2010; 
Hassin et al., 2009），这表明自动化情绪调节过程中可

能涉及记忆加工。例如，有研究发现内隐情绪抑制

策略能够削弱对负性刺激的记忆（Katsumi & Dolcos, 
2020）。值得注意的是，抑郁个体通常出现内隐记忆

偏差（implicit memory bias），即更倾向于从记忆中

提取负性信息（Watkins et al., 1996）。这些研究提示，

自动化情绪调节可能通过削弱负性记忆进而干预抑

郁症状。另外，有证据表明以负面归因、负面自我

评价为代表的负面解释偏向是抑郁产生的重要认知

机制（Everaert et al., 2017）。因此，自动化情绪调节

方法对抑郁症状的干预也可能通过调控负面解释偏

向起作用，这一推论尚需直接实证研究的验证。

综上，自动化情绪调节在干预抑郁症状的过程

中，注意、记忆和解释偏向可能是重要的认知机制。

然而，上述机制如何具体影响自动化情绪调节在抑

郁症状中的作用仍不明确，未来研究需进一步探讨。

4.2   神经机制

除此之外，干预过程中还可能存在一些关键的

神经机制。在自动化情绪调节对抑郁心境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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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眶额叶皮层和杏仁核可能是关键的神经机制之

一。自动化情绪调节可能通过削弱前额叶皮层与

杏仁核之间的功能连接强度达到干预目标。相关

研究证据显示，抑郁个体的前额叶皮层与杏仁核

之间存在功能连接异常（Fowler et al., 2017; Zhang 
et al., 2020）。抗抑郁药物的治疗通过降低二者的

功能连接强度，进而缓解了抑郁症状（Zhang et al., 
2020）。值得注意的是，自动化情绪调节不仅能够

削弱抑郁个体的眶额叶皮层（隶属于前额叶皮层）

的激活水平（Wang et al., 2024），也能有效调控杏

仁核的神经活动（Chen et al., 2021），从而改善抑

郁症状。以上证据提示自动化情绪调节可能通过前

额叶皮层 - 杏仁核这一路径缓解抑郁心境。未来研

究应验证这一可能性，以深入理解其神经机制并优

化干预策略。

在自动化情绪调节对快感缺失的干预中，丘脑、

前扣带回和纹状体可能是关键的神经机制之一。自

动化情绪调节可能通过调控奖赏回路调控快感缺失。

已有研究表明，MDD 患者的奖赏功能系统（如丘脑

及额叶 - 纹状体网络）存在异常，这与快感缺失密

切 相 关（Drysdale et al., 2017; Kaiser et al., 2015）。

此外，自动化情绪调节能够影响个体的结果评价过

程（Yang et al., 2015），而该过程涉及前扣带回和纹

状体的神经活动（Gehring & Willoughby, 2002; Potts 
et al., 2006）。这些发现提示，自动化情绪调节可能

通过作用于奖赏回路进而改善快感缺失，未来研究

需进一步验证这一推测。

在自动化情绪调节对负性认知的干预中，丘

脑、杏仁核也可能发挥关键作用。相关研究表明，

在负性情境中，抑郁个体的丘脑 - 杏仁核 - 扣带回

膝上部区域的神经活动异常（过度激活），从而增

强了负性认知（Disner et al., 2011）。另有研究发

现，自动化情绪调节与丘脑密切相关（Günther et al., 
2017），且自动化情绪调节能够削弱杏仁核对负性

刺激的过度激活反应（Chen et al., 2021）。这些研

究提示，自动化情绪调节可能通过调控丘脑和杏仁

核的神经活动以降低负性认知，未来研究应聚焦于

这些脑区的神经活动。

在自动化情绪调节对社会退缩的干预中，可能

梭状回与杏仁核联合发挥作用。一项研究显示，自

动化情绪调节能够增强梭状回与杏仁核之间的功能

连接强度（Zhang et al., 2020）。另有研究显示，

梭状回能够有效调控杏仁核的神经活动，而杏仁核

的激活程度与社会退缩呈显著正相关（Pujol et al., 
2009）。这些研究提示，自动化情绪调节可能通过

调控梭状回与杏仁核之间的功能连接强度以改善社

会退缩症状。

综上所述，自动化情绪调节在干预抑郁症状的

过程中，可能存在一些重要的神经机制。这些神经

机制既可能在抑郁症状的某一维度上发挥特定作用，

也可能通过相互协作共同干预抑郁症状。

5   总结与展望

综上可知，当前探讨自动化情绪调节干预抑郁

症状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比如尚缺乏对干预效应发

生机制的系统探究。本文提出，自动化情绪调节对

注意和记忆的重塑以及眶额叶皮层、杏仁核、纹状

体等脑区活动受自动化情绪调节的影响，可能是干

图 1   自动化情绪调节干预抑郁症状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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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效应得以发挥的重要基础（如图 1）。在此基础上，

上述因素可能与个体差异及策略优化等方面的因素

共同影响干预效应。未来应从个体差异、生态效度

以及策略优化等方面拓展该领域研究。

5.1   关注个体差异性

年龄和性别差异可能影响干预效果（Cuijpers et 
al., 2020; Eid et al., 2019; Sramek et al., 2016; Tian et al., 
2024）。例如，一项元分析发现，抑郁干预在儿童

和青少年群体中的疗效显著低于成年群体（Cuijpers 
et al., 2020）。也有一些研究表明，抑郁在流行病学

和大脑结构异常等方面存在性别特异性（Mou et al., 
2023; Tian et al., 2024）。同时，自动化情绪调节本

身也存在年龄和性别差异。例如，李西营等（2017）

采用情绪 Go/No-Go 任务诱发自动化情绪调节，发

现老年组相比青年组能够更好地抑制悲伤面孔引发

的情绪反应。余康（2020）采用执行意图范式诱发

自动化情绪调节，发现男性使用自动化情绪调节降

低负性情绪体验的效果优于女性。近期研究发现，

在自动化情绪调节过程中，重度抑郁青少年相比健

康青少年表现出对负性情绪图片的反应抑制损伤

（Zhang et al., 2024），而自动化情绪调节对成人抑

郁却具有显著的干预效果（Yuan et al., 2023）。这些

证据提示，年龄和性别可能影响自动化情绪调节对

抑郁症状的干预效果。然而，年龄和性别差异如何

具体影响自动化情绪调节对抑郁症状的干预效果尚

不明确，未来需深入探讨，以充分理解自动化情绪

调节对抑郁症状干预效果的全貌。

另一方面，抑郁症状水平也可能调节自动化情

绪调节对抑郁症状的干预作用。一项研究发现，在

自动化情绪调节过程中，抑郁症状较为严重的个体

对负性刺激的唤醒度更高（Bocharov et al., 2017），

提示高抑郁（vs. 低抑郁）水平的个体在该过程中可

能较难实现情绪调节目标。然而，尚未有研究同时

在神经和心理层面考察不同抑郁水平个体在接受自

动化情绪调节干预时的效果差异。因此，未来研究

应考察抑郁水平差异在自动化情绪调节干预中的调

节效应，为精准干预提供实证支持。

5.2  提高自动化情绪调节对抑郁干预的生态效度

关于自动化情绪调节对抑郁的干预大多为实验

室研究，缺乏一定的生态效度。未来可从以下几方

面入手，提高其应用价值。一方面，应进一步探讨

自动化情绪调节的持续性和泛化效应及其干预效果。

以往研究显示，基于执行意图的认知重评能持续调

节个体的负性情绪（Chen et al., 2020），且在指定

场景中的情绪调节效果能泛化到非指定情境（李亚

琴等 , 2025; Huang et al., 2020），同时不会增加认

知负荷（Chen et al., 2021）。上述研究表明，自动

化情绪调节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和泛化效应，未来可

进一步探讨其在抑郁症状干预中的持续性和泛化效

应。此外，研究表明多种心理疗法的整合更有助于

抑郁的干预与治疗（Fernández-Álvarez et al., 2016; 
Pouyanfard et al., 2020）。因此，将自动化情绪调节

与认知行为疗法或接纳 - 承诺疗法相结合或许能更

有效地干预抑郁。例如，自动化情绪调节与认知行

为疗法结合时，可以将认知行为疗法中改变负性情

绪的目标（如“我不会感到沮丧”）与抑郁特定的

负性线索（如“考试成绩”）进行自动化联结，即

“我不会感到沮丧，当我看到考试成绩时，我认为

它是一次及时的反馈”，从而实现对抑郁的干预和

治疗（高伟等 , 2018）。

另一方面，应考察抑郁个体在不确定情境中的

错误加工特点及其干预。在现实生活中，不确定性（如

未知的威胁）常导致犯错几率增加（杨庆 , 李亚琴 , 
2023），进而引发焦虑和抑郁情绪（Anderson et al., 
2019）。更重要的是，抑郁个体的错误监控能力受

损（Weinberg et al., 2016），更加难以应对不确定情

境中出现的错误反应，进而加重病情。因此，抑郁

个体在不确定情境中如何应对错误并调节情绪显得

尤为重要。然而，目前尚缺乏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此外，自动化情绪调节作为一种潜在有效的抑郁干

预方法，未来也可考察其在不确定情境中对抑郁个

体的干预效果。

5.3   对比不同类型的自动化情绪调节策略的干预效

果差异

以往研究考察自动化情绪调节对抑郁症状的干

预时，大多将其与有意情绪调节和控制条件进行对

比，而忽略了自动化情绪调节不同类型的差异比较。

根据情绪调节目标设置方式的差异，可分为外显 -
自动化情绪调节（情绪调节目标是外显指定的）和

内隐 - 自动化情绪调节（情绪调节目标是内隐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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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陈圣栋 , 2020）。已有研究表明，外显 - 自

动化情绪调节与内隐 - 自动化情绪调节在抑郁干预

中的效果可能存在差异。例如，基于执行意图的认

知重评（即被试明确知道情绪调节目标）显著降低

了抑郁个体的唤醒度评分（陈圣栋 , 2020）；而内

隐认知重评（即被试不知情绪调节的目的和策略）

虽未显著影响唤醒度评分，却显著降低了抑郁个体

的 LPP 波幅（Yuan et al., 2023）。这表明，两种策

略可能在抑郁干预的主观体验和生理反应方面表现

出不同的效果。不过，目前尚无研究直接对比二者

在抑郁干预中的效果，未来需进一步验证并探讨这

一问题。

除此之外，也需进一步考察外显或内隐自动化

情绪调节中具体策略类型之间的差异，为抑郁的干

预与临床治疗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指导。例如，Yao
和 Xu （2024）发现，在健康被试中内隐认知重评

与内隐表达抑制均能有效降低负性情绪诱发的 LPP
波幅，即二者的情绪调节效果没有显著差异。然而，

该结论在抑郁人群中尚缺乏实证支持，因此未来研

究需聚焦于这一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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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e of the core cognitive features of depression is a lack of cognitive effort and difficulty in emotion regulation. Given that voluntary 

emotion regulation consumes significant cognitive resources, it may be less effective in downregulating depressive symptoms. Considering that 

automatic emotion regulation (AER) can reduce nega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s while consuming little or no cognitive resources, researchers have 

employed this approach as an intervention for depression. However, its effectiveness remains inconclusive. Therefore,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reviews 

previous research to explore the intervention effects of automatic emotion regulation and to examine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Specifically, it first 

summarizes the intervention effects of automatic emotion regulation on depressive symptoms, explores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involved in these 

effects, and proposes new perspectives based on the finding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automatic emotion regulation is an effective intervention for depressive symptoms. Moreover, cognitive processes such 

as attention and memory, as well as neural activities in brain regions including the orbitofrontal cortex, amygdala, and anterior cingulate gyrus, might 

serve as key neural and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roles of these regions in automatic emotion regulation for depressive symptoms.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consider individual differences that may affect intervention outcomes, particularly factors such as age, gender, and the severity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 substantial body of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se variables may influence intervention effectiveness. However, the specific ways in which 

age, gender, and the severity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ffect intervention outcomes remain unclear and require further exploration.

In addition,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the sustainability and generalization of automatic emotion regulati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AER 

refers to its capacity to exert lasting regulatory effects on negative emotions over time. The generalization effect of AER refers to the extension of 

regulation from specified to unspecified situations. Although the sustainability and generalization effects of automatic emotion regulation have been 

demonstrated in healthy populations, they have not been thoroughly examined in individuals with depression. Future studies should address this gap, 

including among patients with comorbi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Nonetheless, numerous studies exploring automatic emotion regulation for depression have been conducted in laboratory settings, which 

limits their ecological validity. Thus, it is crucial to improve the ecological validity of automatic emotion regulation for depressive intervention. For 

instance, depressive individuals with impaired error monitoring have more difficulty coping with errors during uncertain situations, which potentially 

exacerbates their depressive symptoms. Therefore, understanding how depressive individuals cope with errors and regulate emotions in uncertain 

context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However, no studies to date have examined error-processing characteristics of depressed individuals in uncertain 

situations and assessed intervention effectiveness. Future studies should address this gap. In addition, since automatic emotion regulation can serve 

as a potential intervention for depressive symptoms, it is important to examine its effects on depressive individuals in uncertain situations to enhance 

ecological validity. Furthermore, some studies have suggested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psychotherapies may be more helpful for the inter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Thus, combining automatic emotion regulation with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or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may be a more effective intervention for depression.

Finally, future studies should compare the intervention effects of various types of automatic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Specifically, 

previous studies have primarily compared automatic emotion regulation with voluntary emotion regulation and control conditions, without examining 

differences among various AER strategies. In this regard, future studies should explore this, such as comparing strategies based on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 with those based on goal priming.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compare the regulatory efficacy of different strategies in a specific 

form of automatic emotion regulation, such as comparing the effect of cognitive reappraisal and attentional distraction in the form of goal priming. 

These will contribute to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automatic emotion regulation for depression interventions.

Key words    automatic emotion regulation, depressive symptoms, mechanisms, targeted intervention, intervention effectiveness




